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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

小额信贷激发最底层的信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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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益时报》：小额信贷在中
国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王行最：小额信贷的发展在
中国有不同的历史阶段。 刚开始
创立的小额信贷是以扶贫项目
的形式出现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
由民间机构作为管理执行来操
做的小额信贷。 第三个阶段是注
册成为一个独立的小额信贷机
构。 第四个阶段就是专门注册成
小额信贷公司。 最后就是银行，
从公司转向银行最重要的区别
就在于是否能够吸纳储蓄。

《公益时报》：小额信贷项目
数量在国内由兴盛一时到现在
锐减，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行最：首先是项目就有生
命周期，项目完结后缺乏可持续
模式。 最重要的就是产权不清
晰，以前中国的大多数小额信贷
项目都发源于国际机构援助的
项目，比如我们的资金来自世界
银行和政府配套，世界银行的资
金到期后要还给世界银行，配套
资金里有两部分，一是中央政府
的配套，另一部分是地方政府配
套，民间机构在其中实际上是一
个项目管理机构。

按照常理肯定是谁出钱谁
说了算， 那么这个钱是谁的呢？
谁都说不清楚。 一旦产权不清晰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管理体制不
顺，绝大多数项目也是因此做不
下去的。 所以现在一些银行或公
司， 虽然打着小额信贷的旗号，
比如为中小企业贷款，但是金融
服务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国际
上叫小额信贷是有特殊含义的，
不光是金额小，宗旨是瞄准社会

最底层的低收入人群。
《公益时报》：后来有了利好

政策出台后，我们做了什么工作
来明晰产权问题？

王行最：改制。 由项目型小
额信贷向机构型小额信贷转变，
改制以后给它重新登记注册，新
设立的小额信贷一律按民非注
册， 法人必须是中国扶贫基金
会。 这样的话就能占据主导权，
管理权非常的清晰。 跟地方政府
之间我们签订合同，是一个合作
关系，他们提供配合支持。 改制
后效果非常明显，这是我们发展
的一个飞跃。

《公益时报》：那时候还是中国
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吧，接下来
是如何发展为公司化管理呢？

王行最： 那是第二个重要转
变，就是到 2008 年的时候，我们
把原来的小额信贷项目及小额信
贷项目部组建成为一个企业化运
营的独立实体， 工商注册为中和
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实行全
成本核算，自负盈亏。所以从性质
上来说跟基金会其他项目不太一
样，其他项目基本上靠社会捐赠，
我们把钱发出去就不回收了。 这
个是发出去要收回来。

这本身就要带着经营的理念。
完全靠赠是不可能扩大规模的，当
年我们找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给我
们授信两个亿， 按商业行为来操
作。 相当于国开行把钱批发给我
们、我们去做零售，比如他给我一
个亿，我们去分给一万户。 对我们
来说解决了资金的瓶颈问题，对他
们来说，实际上也履行了国家对他
的政策性的要求， 他们要去支持

农村地区的金融扶贫， 但是要具
体到一家一户， 一户一、 两万块
钱，再去把钱收上来，大银行是做
不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对于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不能有坏账，一旦发生贷款收
不回来或有 20%的坏账时候，银
行可以先抽走他的钱，但到现在
为止，我们风险贷款率也从来没
有超过 2%，更别说 20%。

《公益时报》：为什么我们没
有注册成专门的小额信贷公司？

王行最：目前国内对小贷公
司的要求，主要有几条不太适合
我们，一是小贷公司不允许单一
股本注册，也就是说，我们注册
小贷公司，必须有别的企业或个
人投资人进入，如果他们要追求
利益，把款贷给一些能赚钱的地
方，那么就背离了小额信贷应有
的社会责任。

二是对注册资本的要求比
较高，通常需要好几千万甚至上
亿的注册资金。 我们放的贷款额
度很小，在一个地区通常很难消
化掉这么多的资金。

另外就是治理结构，我们现
在涉及 16 个省 112 个县，不允许
设立一个全国性质的公司，那么
就要成立 112 个分公司，每个公
司有独立董事会，那么怎么能保
证人员和管理呢。 所以现在我们
无法进行这样的操作。

《公益时报》：这不超过 2%的
风险率是怎样保障的呢？

王行最：具体来说，第一，资
金的发放需要农户自愿结成贷
款小组、五户联保，这其实是用
一种很传统的方式解决了很大

的信用问题。 比如一个农民很
穷，去银行贷款，但是他没有可
抵押的资产银行就不给他贷，那
么我们可以，只要你找到其他愿
意和你一起结小组的。 有一户还
不起，其他四户替他还，这在农
民之间就形成了制约，只有村民
自己知道谁的信誉好、 谁的不
好。 第二个就是小额，以你的还
款能力作为我借给你贷款的上
限，整贷零还，前两个月是宽限
期，第三个月开始还，这样每次
还款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

除此之外就是培养农户的
能力，有金融知识的培训，还有
农业技术培训， 养鸡、 养猪、种
植、饲料搭配、防治瘟疫等等。

《公益时报》：要管理这么多
农户信息，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王行最 ： 管理就像一场博
弈，当你的管理手段跟不上的时
候， 下面的人就会拿东西来蒙
你。 所以我们有一整套强大的信
息管理系统来实现信息化管理。
记得 2002 年我去处理安康地区
的问题时，就发现，因为急于扩
大放贷规模，原来的计算机系统
支撑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
了编报告、 造假信息的事情，这
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的管理体制采用四线
三级的管理制度。 四线就是支持
线、业务线、风管线和内审线，有
专门推动业务发展的，有控制风
险的；三级就是总部、区域办公
室和分支机构。 当规模达到一定
程度的时候就不可能通过总部
直接去管理分支机构了，必须要
有个区域办公室这样的层级出

现。 我们的每一个分支机构平均
十到十五个人，分两段，他们叫后
台和前台。 后台就是县一级的管
理人员； 前台就是在一线的信贷
员，大概十个人。所有这些人都要
通过一系列考试的方式选定。 现
在放款量最大的信贷员可以管
1000户以上，平均应是 300户。

《公益时报》：你提到信息管
理， 那现在的系统能细致到什么
程度？

王行最： 所有得到贷款的人
的名单都有， 包括有他的征信记
录、所有发放的贷款的过程记录，
包括电话回访录音， 能听到农户
的声音， 同时信贷员还要上传照
片。现在我们在试点手机客户端，
所有信息直接上传， 未来的发展
可能要整个放款和收款过程没有
现金交易。 只有细化到每个人身
上，才能尽量规避造假出现，现在
如果在有人想蒙你或者造假，这
套系统能很快发现异常情况。

《公益时报》：对农民的信贷
利息是怎么确定的？

王行最： 利息的总体原则是
非优惠市场利率。 其实好多人都
怀着一种朴素的感情， 就是说给
农民贴息，但是如果利息低，会不
会到达真正的穷人手呢？ 另外从
机构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
说，也不可能去贴钱。所以制定了
这样的原则。具体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是融资成本， 第二是操作成
本。 我们要把钱发放到每一户人
家，并且他们住在山区、农村，很分
散，道路很差，每发放一笔贷款，信
贷员至少上门 12次左右， 所以人
员成本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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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行最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由最初的项目形式，到今天的公司
化管理，这一路走来也是经历了起起落落，项目的周期化、缺乏可持续的模式、
资金来源有限、产权不清晰等，都成为制约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

“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起源 1996 年世界银行贷款的秦巴山区扶
贫项目，6 年周期时间一到， 我们就要把钱还给世界银行， 这个项目就结束
了。 ”王行最说，与国内大多数小额信贷项目类似，资金来自国际机构及国内
政府配套，民间机构大多担任的是项目管理和执行，由于不是出钱方而没有
太多发言权，这也直接导致了项目管理混乱，甚至发展背离小额信贷的初衷。

他至今还记得，2001 年初到基金会的一个任务， 就是怎么样收拾小额信
贷的烂摊子。 小额信贷项目数量在中国也从兴盛一时、遍地开花，到一路锐
减。 直到 2004 年，新政策的出现使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漫长的产权不清问题
出现了转机：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当中规定，基金会可以设立自己的分支机
构。 中国扶贫基金会迅速捕捉到了这则政策背后的意义。

到 2013 年，放款规模将近 19 个亿，17 年中有效客户突破 18 万户，将近
150 万人口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民间机构的小额信贷项目交上的成绩单。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民间力量在引入完善的金融模式帮扶贫困人口发展、激
发中国最底层的金融和信誉活力的探索。

“我们的计划是到 2020 年，实现双百的梦想。 可以帮助的贫困户能达到
100 万户，年度放款规模达到 100 个亿。 也希望这套模式能跟其他有志于做
帮助穷人的小额信贷的机构分享。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对中国扶贫基金会
专职副会长王行最的专访，了解社会组织如何将小额信贷落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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